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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三江源区生态工程建设前后草地动态
变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刘世梁∗，孙永秀，赵海迪，刘轶轩，李明琦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多源数据，并结合人类干扰强度等级的构建，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和地理加权回

归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在不同干扰等级下三江源区生态工程实施前 ５ 年和后 １０ 年草地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结果表

明：（１）人类干扰强度和 ＮＤＶＩ、ＮＰＰ、ＧＰＰ 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均表现为从西北向东南增加的趋势，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明显高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２）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相比，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的草地退化面积均减少，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退化面积又均增加，表明生态工程建设后的 ５ 年较前 ５ 年草地退化状况得

到改善，然而在下一个 ５ 年草地又出现退化趋势；（３）在各人类干扰等级下生态工程实施后的 ５ 年内 ７０％以上的草地处于改善

状态，均出现退化面积比例显著减少，改善面积比例显著增加的趋势，而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后 ５ 年草地退化面积比例增加，表明生

态工程的实施促进了草地生态系统的改善，尤其在重度人类干扰区，草地由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的 ５２．７１％退化区域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８４．９５％的改善区域。 （４）影响草地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为距离道路的距离、距离居民点的距离、人口密度、干旱、温度和坡度

等，各影响因素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为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系统恢复、管理和战略制定提供科学指导

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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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地区作为青藏高原的腹地和主体，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三大河流的源头，具有重要的水资源保护

和调节作用，分别提供了三条河流总水量的 ２５％、４９％和 １５％，年平均径流量总量约为 ４００ 亿 ｍ３ ［１］。 由于特

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重要的生态功能，三江源成为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中国生态系统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区之一［２⁃３］。 草地是三江源地区陆地生态

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占土地总面积的 ７０％以上，主要包括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等草地类型［４］。 近年来，由
于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并伴随着气候变暖和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活动的加剧，使得三江源区的草地生

态系统持续退化，严重影响了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５⁃７］。
因此，为防止草地的进一步退化，国务院于 ２００５ 年规划投资 ７５ 亿元启动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

与建设工程，其中实施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等 ２２ 个生态建设项目来治理和恢复草地生态系统［１， ８⁃９］。 随着

草地生态工程的实施，草地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地生态环境质量逐渐好转［３， １０］。
近些年来，随着对地观测系统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空间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

到生态学的各个领域，由于植被的覆盖面积大、监测时序长而使得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植被动态的监测

中［１１⁃１２］。 同时遥感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的综合应用也使得大面积、大区域植被指数提取及长期监测成为可

能［１３⁃１５］，一直受到科学界的极大关注［１６⁃１７］。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不仅能反映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叶绿

素密度和叶面积等植被参数，还能消除大部分与太阳角、云阴影和大气条件有关辐照度的变化，增强了对植被

的响应能力，是植被生长状态以及植被空间分布密度的最佳指示因子，是监测地面植被变化的一个重要指

标［１８⁃２０］。 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指植物群落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光合作用积累的有机物质总量，从而反映出植

被生长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２１］。 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指植物群落在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上通过光合作用所

固定的有机碳总量，可反映植被的固碳能力和生长状态［２２］。 通过对多源数据对比分析，可深入探究三江源草

地的生长状况和动态变化。
近年来，国内大部分学者已对三江源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后植被动态变化特征开展大量研究，研究重点多

侧重于气候变化对植被生长的影响［１０， １４］，很少对草地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进行评估。 草地生态工程的实

施主要是针对人类活动所导致的草地退化所开展的，因此基于人类活动的强弱来评测生态工程建设的成效具

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基于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等多源数据分别选取了 ２００５ 年生态工程实施前的 ５ 年即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生态工程实施后的 １０ 年即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了

生态工程实施的前 ５ 年和后 １０ 年草地的动态变化差异。 并结合人类干扰强度的分布分析了生态工程建设前

后不同人类干扰下草地动态变化的差异。 最后，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ＷＲ），筛选影响三江源草地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通过本研究可有效的掌握三江源区生态工程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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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为根据人类活动的强度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草地恢复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未来三江源生态保护提

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及草地类型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的南部，是长江、黄河、澜沧

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青藏高

原的腹地［７， ２３］。 研究区内行政区域包括玉树、果洛、海
南、黄南 ４ 个藏族自治州的 １６ 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

拉乡［８］。 区域内气候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无
四季之分，只有冷暖季之别，冷暖两季交替、干湿两季分

明［２， ２４］。 三江源区域的草地主要包括高寒草甸、高寒

草原以及面积较小的温性草原和高寒荒漠等草地类

型［４］。 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西部环境

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 ａｃ． ｃｎ）所
提供的《１∶１００ 万青藏高原植被图》，归纳提取了三江源

区的草地类型图如图 １ 所示。
１．２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１．２．１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数据

草地动态监测所用的 ＮＤＶＩ 数据为研究区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时间分辨率为 １０ 天、空间分辨

率为 １ ｋｍ 的 ＳＰＯＴ⁃ＮＤＶＩ 数据。 ＳＰＯＴ 数据由国家科技基础设施 ＳＰＯＴ⁃ ４ 和 ＳＰＯＴ⁃ ５ 卫星的植被仪获得

（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 ／ ）。 年平均 ＮＤＶＩ 值采用国际通用的最大化合成法（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ＭＶＣ）对每个像元进行合成，最后得到能够代表该年度植被生长状况的生长季最大 ＮＤＶＩ 值，该方

法进一步消除了云、大气、太阳高度角等的干扰［２５］。
ＮＰＰ 数据来源于在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上发表的北纬 １８°以北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逐月净初

级生产力 １ ｋｍ 栅格数据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ｏｉ．ａｃ．ｃｎ） ［２６］。 时间尺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ＧＰＰ 数据来源于基于遥感 ＮＩＲｖ 的全球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长时间序列数据，本数据集基于长达

４０ 年左右的遥感 ＡＶＨＲＲ 数据和全球数百个通量站点观测。 时间尺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空间分辨率为５ ｋｍ，
在本文中为保持数据分辨率的一致性，重采样至 １ ｋｍ。
１．２．２　 人类干扰定量化数据

人类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干扰主要包括过度放牧、道路建设、农业生产、生态工程建设及旅游业等［２７⁃２９］。
因此，本文选择了放牧强度、距离居民点的距离、距离道路的距离、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夜间灯光指数、耕地比例和 ＮＤＶＩ 变化率 ８ 个主要的因素作为衡量三江源地区人类对草地的

干扰。 其中道路线矢量数据及居名点的点矢量数据均从中国 １：２５ 万的地形数据库中提取；放牧强度数据从

栅格化放牧数据中提取；人口密度、ＧＤＰ 密度和土地利用数据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云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获得，其中耕地比例根据土地利用数据提取得到；夜间灯光指数数据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ＮＯＡＡ）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 ／ ｅｏ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ｈｔｍｌ）提供，因 ２０１５ 年数据无法获

得，故用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替代。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人类干扰定量化方法

由于各影响要素具有不同的量纲，本研究首先采用标准化公式对每个因素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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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确定各因子权重，最后在 ＧＩＳ 里通过空间叠加法将各影响因子图层相加作为各栅格内人类干扰的影响程

度。 人类干扰等级划分采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分级方法自然断点法聚类分析分为 ４ 级，分别为轻度干扰、中
度干扰、重度干扰和极度干扰。
２．２　 草地变化趋势分析

运用 ＮＤＶＩ 数据评估植被动态变化最广泛应用的方法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ＯＬＳ）进行线性回归分析［３０⁃３１］，该方法可以模拟每个栅格的变化趋势。 对于 ＮＤＶＩ 时间序列，每个栅格对应有

若干年的时间序列数值，对这些时间序列数值进行逐栅格单元的线性拟合，所得直线的斜率可揭示在该时间

序列中某一栅格所代表的植被指数的变化趋势［３２⁃３３］。 Ｓｔｏｗ 等用该方法成功地模拟了某时间段内植被的变化

趋势［３４］，其计算公式为：

Ｓｌｏｐｅ ＝
ｎ × ∑

ｎ

ｉ ＝ １
ｉ × ＮＤＶＩｉ － ∑

ｎ

ｉ ＝ １
ｉ∑

ｎ

ｉ ＝ １
ＮＤＶＩｉ

ｎ × ∑
ｎ

ｉ ＝ １
ｉ２ － ∑

ｎ

ｉ ＝ １
ｉ( )

２
（１）

式中，ｎ 表示时间序列的长度，在本研究中 ｎ＝ ５ 或 １６；ｉ 为 １—５ 或 １—１６ 的年份序号，ＮＤＶＩｉ表示第 ｉ 年最大合

成的 ＮＤＶＩ 值。 Ｓｌｏｐｅ＞０ 说明 ＮＤＶＩ 在 ５ 年或 １６ 年间的变化趋势是增加的，反之则是减少的。
为进一步分析草地变化趋势的意义，引入 Ｆ 检验。 如果 Ｆ＞Ｆ０．０５（１， ｎ－２），变化在 ９５％的置信水平下是显

著的，本研究中，Ｆ０．０５（１， １４）＝ ４．６０，Ｆ０．０５（１， ３）＝ １０．１２８。 根据这一规则，计算每个像素的 Ｆ 检验。 通过将斜

率变化和 Ｆ 检验数据集叠加，得出草地的变化情况，变化率主要分为四类：明显增加（ｓｌｏｐｅ＞０，Ｆ＞４．６０ 或 Ｆ＞
１０．１２８），增加（ｓｌｏｐｅ＞０，Ｆ＜４．６０ 或 Ｆ＜１０．１２８），减少（ｓｌｏｐｅ＜０ 和 Ｆ＜４．６０ 或 Ｆ＜１０．１２８），显著减少（ｓｌｏｐｅ＜０，Ｆ＞
４．６０ 或 Ｆ＞１０．１２８）。 Ｆ 检验的计算公式为：

Ｆ ＝ Ｒ２（ｎ － ２）
１ － Ｒ２ （２）

ｒ ＝
∑ ｎ

ｉ ＝ １
ｉ － 􀭰ｉ( ) Ｘ ｉ － 􀭵Ｘ( )

　

∑ ｎ

ｉ ＝ １
ｉ － 􀭰ｉ( ) ２∑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 ) ２

（３）

式中，ｎ 表示时间序列的长度，在本研究中 ｎ＝ ５ 或 １６；Ｒ２是栅格单元上 ＮＤＶＩ、ＮＰＰ 或 ＧＰＰ 值与时间序列的相

关系数；ｉ 为 １—５ 或 １—１６ 的年份序号，􀭰ｉ为序列号 ５ 或 １６ 的平均值，为 ３ 或 ８．５； Ｘ ｉ 为第 ｉ 年的 ＮＤＶＩ、ＮＰＰ 或

ＧＰＰ 的值， 􀭵Ｘ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 ＮＤＶＩ、ＮＰＰ 或 ＧＰＰ 值得平均值。
２．３　 草地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地理加权回归（ＧＷＲ）通过构建局部回归模型，能够探测到由于地理位置变化引起的变量间关系或结构

变化，即空间非平稳性。 相对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有效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在空间回归中得到了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 本文初步选取 １１ 个影响草地动态变化的因子作为解释变量，其中人类活动因子包括 ＧＤＰ、距离

道路距离、距离居民点距离、人口密度、放牧强度和夜间灯光指数；气候因子包括降水、气温和干旱；地形因子

包括海拔和坡度，同时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的草地变化率作为因变量。 然后，将三江源草地区域划分为 １３９００ 个

５ ｋｍ×５ ｋｍ 的栅格，提取得到每个栅格因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值，进行 ＧＷＲ 回归分析。
数据的前期处理与计算均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中执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 ＧＷＲ４ 中完成。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人类干扰等级分布

三江源草地区域各人类干扰等级的分布情况如图 ２ 所示，人类干扰整体上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加重的趋

势，草地区域平均处于重度人类干扰强度下。 轻度人类干扰的草地区域占总草地区域的 １１．５３％，集中分布于

三江源的西北部。 中度干扰、重度干扰及极度干扰区域分别占草地区域的 １２．９４％、７５．２２％和 ０．３０％。 对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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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江源草地区域人类干扰等级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地类型分布（图 １）与人类干扰等级分布（图 ２）可以发

现，高寒草原集中分布于轻度和中度人类干扰区的西北

部，而人类干扰的重度区域集中在高寒草甸区，东北部

温性草原区域的人类干扰极为严重。
３．２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比

图 ３ 显示 ２００５ 年生态工程建设前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及 建 设 后 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以 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年最大平均值的

空间分布情况。 由图 ３ 可以看出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

空间分布与人类干扰等级分布的模式相类似，ＮＤＶＩ、
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在不同时间阶段均由研究区的西北向东南

方向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轻度人类干扰的西北部区

域草地的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均较小，而人类干扰强度大的东南部区域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均较大。 同

时，分别计算各干扰等级内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平均值，如表 １ 所示，轻度人类干扰草地区域的 ＮＤＶＩ 平均

值小于 ０．２；ＮＰＰ 值小于 ５．０；ＧＰＰ 值大于 １３００，而极度人类干扰草地区域的 ＮＤＶＩ 值达到 ０．６；ＮＰＰ 值达到 ２０；
ＧＰＰ 值降至 ６００。 ＮＤＶＩ 和 ＮＰＰ 值均随着人类干扰强度的增大呈增加的趋势，而 ＧＰＰ 值随着人类干扰强度的

增大呈减少趋势。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平均值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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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人类干扰等级内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ＤＶＩ 、ＮＰＰ 和 ＧＰＰ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年份
Ｙｅａｒ

轻度人类干扰
Ｌｉｇｈ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中度干扰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重度干扰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极度干扰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ＮＤＶＩ ＮＰＰ ＧＰＰ ＮＤＶＩ ＮＰＰ ＧＰＰ ＮＤＶＩ ＮＰＰ ＧＰＰ ＮＤＶＩ ＮＰＰ ＧＰ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０．１６８ ３．９２３ １３６７．２３５ ０．２９１ ７．６９５ ５４８．３８８ ０．５１３ １４．１８３ ３９５．０６１ ０．５８３ １９．１０１ ５８４．４１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０．１８３ ４．７４４ １４２４．２４８ ０．３１５ ９．０４８ ５９６．１３７ ０．５４６ １６．１２３ ４２３．７２０ ０．６４１ ２１．４０８ ６４１．３６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０．１８７ ３．７６８ １４２１．９３０ ０．３２１ ８．５３３ ５９３．２１１ ０．５５５ １５．５６３ ４０９．３９５ ０．６５８ ２１．７２９ ６１８．６０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０．１８０ ４．１４９ １４０５．３９６ ０．３１０ ８．４１２ ５８０．０８３ ０．５３９ １５．３７６ ６１８．６０７ ０．６２８ ２０．８４５ ６１４．６９５

　 　 ＮＤＶＩ：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ＰＰ：净初级生产力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ＰＰ：总初级生产力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３　 生态工程建设前后草地动态变化的对比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草地的年均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 ／ （ ＮＰＰ

１０－２ ｇ Ｃ ／ ｍ２； ＧＰＰ １０－４ ｇ Ｃ ／ ｍ２）

Ｆｉｇ． 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ＤＶＩ， ＮＰＰ 和 ＧＰＰ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３．３．１　 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年际变化对比分析

由图 ３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草地的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较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有所提高，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高的区域增大。 为对比 ２００５ 年

生态工程建设前后草地的变化情况，分别统计了各年草

地的年均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图 ４）。 总的来看，草
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均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生态工

程建设后的 １０ 年草地的盖度与生长状况要高于建设前

的 ５ 年。 与 ＮＤＶＩ 相比，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年际变化趋势相

对一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 ＮＤＶＩ 和 ＮＰＰ 整体呈现增加

的趋势，ＧＰＰ 在 ２００１ 年达到最大值 ５３５．９２１ 后呈现减

少的趋势。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间 ＮＤＶＩ 在 ２００９ 年增加到

０．４８２ 后急剧降低；ＮＰＰ 和 ＧＰＰ 整体呈现先减少后增加

的趋势。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 ＮＤＶＩ 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最低

值 ０．５０４，之后呈现增加趋势；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呈现先增加

后减少的趋势。
３．３．２　 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空间变化特征对比分析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别计算生态工程建设前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及建设后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间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变化趋势，并将草地变化趋势分为显著减少、减少、增加和显著增加 ４ 级

别（图 ５）。 空间分布上，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分别 ８２．６３％、７８．５８％和 ６２．２５％的草地处于改善状

态，退化的草地分别占 １７．２５％、２１．２７％和 ３７．９１％，三者草地退化趋势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其中草地

ＮＤＶＩ 退化区域主要分布在三江源中东部地区，草地 ＮＰＰ 退化区域集中分布北部和西部和部分区域，而草地

ＧＰＰ 退化区域零散分布在三江源大部分区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草地退化分别占５２．０５％、
２５．３９％、５０．８０％，草地退化区域均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而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三江源区的大部分草地处于改

善状态，草地退化面积分别降至 １４．９２％、１８．９８％和 ３７．７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退化草地又分别增加到 ５８．４８％、
４４．３６％和 ５３．０６％，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退化草地区域类似，分布在研究区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对比人类干扰等级分布图与草地变化趋势分布图可以看出，生态工程建设前的 ５ 年内退化的草地大多分布于

存在人类干扰的区域内，而在生态工程建设后的 ５ 年内该区域内的草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改善的草地

面积比例由生态工程建设前的 ４７．９６％、７４．４３％和 ４９．３６％增加至建设之后的 ８５．０８％、８０．８５％和 ６２．４４％。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草地改善区域面积减少至 ４１．５５％、５５．４１％和 ４７．１０％。 上述表明，草地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整

体处于改善状态，其中生态工程建设前 ５ 年草地处于退化状态，而生态工程建设后的 ５ 年内草地得到改善，再
之后 ５ 年草地又处于退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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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ＮＰＰ ａｎｄ ＧＰＰ ｖａｌｕｅｓ

进一步，通过空间相关性公式，分别计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３ 个不同时间段和整体草地 ＮＤＶＩ 变化趋势与

ＮＰＰ、ＧＰＰ 变化趋势的空间相关性，如图 ６ 所示。 研究发现，ＮＤＶＩ 变化趋势与 ＮＰＰ、ＧＰＰ 变化趋势在三江源

草地大部分区域都处于高度空间相关，相关系数均大于 ０．５。
３．３．３　 不同人类干扰下草地的动态变化对比

草地生态工程的建设主要是针对人类活动对草地造成的破坏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分析了在不同的人类干

扰环境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草地整体变化，草地在生态工程建设前 ５ 年和后 １０ 年变化情况（图 ７）。 如图 ７ 所

示，在轻度干扰和中度干扰等级下，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草地增加的区域所占面积比例最大，分别为 ４６． １１％和

４３．７５％；在重度和极度干扰等级下，草地显著增加的区域所占面积比例最大，分别为 ４８．５８％和 ７０．６０％。 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相比，在各干扰等级下草地 ＮＤＶＩ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均出现退化面积比例显著减少，改善面积比

例显著增加的趋势。 在各干扰等级下，退化面积的比例在生态工程建设的后 ５ 年由之前的 ２４．６０％、４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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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草地 ＮＤＶＩ与 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变化趋势的空间相关性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ＮＰＰ ａｎｄ ＧＰＰ

５２．７１％和 １９．３４％分别降至 １０．６２％、７．２５％、１５．０５％和 ６．７３％。 各干扰等级内改善的草地面积比例均达到

７０％以上。 随后，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相比，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期间各干扰等级的草地 ＮＤＶＩ 均又出现退化面积比

例增加，改善面积比例显著减少的趋势。

图 ７　 不同人类干扰水平内各草地变化趋势类型的比例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ｔ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３．４　 草地动态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影响植被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因子和人为因子［３５⁃３７］，本研究首先通过 ＯＬＳ 进行解释变量筛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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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影响草地动态变化的人为因素、气候因素和地形因素的 １１ 个解释变量均通过 ＯＬＳ 检验。 ＯＬＳ 回归模

型的结果如表 ２ 所示，在不同时间段影响草地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为距离道路的距离、距离居民点的距离、人
口密度、干旱、温度、坡度。 同时，对比 ＧＷＲ 与 ＯＬＳ 模型的调整 Ｒ２可以看出，４ 组 ＧＷＲ 模型的拟合优度全部

高于对应的 ＯＬＳ 模型，表明 ＧＷＲ 模型的回归效果优于 ＯＬＳ 回归（表 ２）。
ＧＷＲ 模型的显著特征是可以显示各解释变量相应的空间回归系数（图 ８）。 根据 ＯＬＳ 和 ＧＷＲ 的回归结

果，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为例，本研究选择了 ６ 个影响三江源草地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距离道路的距离，距
离居民点的距离，人口密度，干旱，温度，坡度。 根据图 ８ 中 ＧＷＲ 系数的空间分布图，我们发现人类活动、气
候和地形因素对草地动态变化的影响在三江源呈现显著的空间变化特征。 在人类活动影响下，三江源的中部

地区对距离道路的距离具有显著的积极响应，而对距离居民点的距离的积极响应集中分布于三江源的东部地

区，且对人口密度响应的高敏感地区分布在三江源西部地区。 在气候因素影响下，干旱对草地动态变化的影

响最显著的区域分布在三江源中东部地区，而温度对草地动态变化的影响大致从西部向东部增加。 在地形因

素影响下，坡度对草地动态变化的影响呈从东部向西部增加的趋势，这表明海拔较低且坡度小的区域将有助

于草地的生长。

表 ２　 ＯＬＳ ａｎｄ ＧＷＲ 模型检验参数和结果 ／ （１０－４）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ＬＳ ａｎｄ ＧＷＲ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类型 Ｔｙｐｅ

Ｓｌｏｐｅ００⁃０４ Ｓｌｏｐｅ０６⁃１０ Ｓｌｏｐｅ１１⁃１５ Ｓｌｏｐｅ００⁃１５

ＯＬＳ ＧＷＲ ＯＬＳ ＧＷＲ ＯＬＳ ＧＷＲ ＯＬＳ ＧＷＲ

１ 坡度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６０ －１．２３０ －１．２００

２ 海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３ 放牧强度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８０ ０．４５０ １．２９０

４ 夜间灯光指数 ０．０６０ １．１７０ －０．０８０ ２．２８０ －０．４６０ ２．２５０ ２．２３０ １．５１０

５ 人口密度 ０．１７０ －０．３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３０ －０．４５０ ０．８７０ ０．４３０

６ 国内生产总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７ 距离道路的距离 ４．４００ －１．５６０ －１．６４０ －１．４９０ ０．８１０ －１．４３０ ９．９７０ ３．２７０

８ 距离居民点的距离 ０．８４０ －２．７７０ －３．５００ －０．４９０ ０．２４０ －０．５６０ －０．７２０ －５．６１０

９ 降水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 温度 ０．２３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２０ ０．１７０ ０．１３０ ０．４４０

１１ 干旱 －２．９７０ －１．４２０ －０．８９０ －１．５２０ －１．４１０ －１．６３０ ３．６２０ －０．４９０

１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ｏｆ ＯＬＳ ０．３１９ ０．１９７ ０．４０５ ０．２１９

１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ＧＷＲ ０．４７７ ０．３９６ ０．６２３ ０．３３６

　 　 ＯＬＳ：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ａｕｒｅ； ＧＷＲ：地理加权回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ｌｏｐｅ００⁃０４ 表示 ＮＤＶＩ 在 ０—４ 年间的变

化趋势

４　 讨论

三江源生态工程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开展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评估工程的成效并及时调整

工程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３８］。 由于草地生态工程的开展包括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等都是围绕人类活动对

草地生态系统的破坏所展开的，因此基于人类活动的强度来评测工程实施的效果能够为合理的调节人类活动

提供理论基础。 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对于人类活动的定量化存在很多困难［３９］。 本文基于 ＧＩＳ，
识别出影响草地的最主要的 ８ 个主要因素来定量化人类干扰强度，并通过熵权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 同时选

取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作为反映植被生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比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值和变化趋势的空间分

布，发现三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空间相关性，验证了数据源的可靠性。 另外研究结果中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分布（图 ３）及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图 ５）与人类干扰等级分布（图 ２）的相似性表明了该方法的可行

性。 研究还发现，随着人类干扰强度的增大，ＮＤＶＩ 和 ＮＰＰ 值均呈增加的趋势而 ＧＰＰ 呈减少趋势。 出现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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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基于 ＧＷＲ 模型的影响因素相应系数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作为以依附于草地的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三江源区，草地是人们选择居住地及活动

区域的主导因素，人们会选择草地生长茂盛的区域居住，于是形成人类干扰强度大的区域 ＮＤＶＩ 和 ＮＰＰ 值大

而 ＧＰＰ 值小的分布模式；另一个原因是三江源东南区域是高寒草甸，是生态工程重点实施的区域，人类干扰

强度大，植被覆盖度高，验证了东南地区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带来的积极影响。 同时，未来研究中还需要进一

步的调查居民点的规模、道路车流量、人口结构等，并结合专家评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等赋予各因子不同的权重

来进一步的完善人类定量化方法。 该研究中由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及人类干扰强度分布模式的对比可以

发现，人类活动主要集中于草地盖度高的区域，因此对于草地的修复工程需集中在人类活动较多的区域。
基于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对比生态工程建设前后的草地变化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的年均值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明显的高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同时对草地 ＮＤＶＩ 变化趋势的分析表

明生态工程实施后的 ５ 年内 ７０％以上的三江源草地处于改善状态，并且在各人类干扰等级下，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相比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均出现退化面积比例显著减少，改善面积比例显著增加的趋势。 上述表明草地生态恢

复工程的建设有效促进了退化草地的恢复，改善了草地生态系统，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０， １２， １４］。 刘宪锋

等［１２］研究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在气候和生态工程建设双重影响下，三江源区植被覆盖呈现增加趋势，生态环

境将进一步恢复。 张颖等［４０］研究也发现，２００１ 年三江源保护区成立后至 ２０１２ 年，三江源草地覆盖度整体呈

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和增长面积都有所提升，气候变化是影响草地生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短期的生态工程建设

等人类活动同样会加快草地的变化。 然而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下一个后 ５ 年草地改善区域又出现下降，同时在

各人类干扰等级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草地呈现退化面积增加和改善面积比例显著减少的趋势，表明草地仍然存

在退化的趋势，这与徐嘉昕等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０， ４１］。 Ｓｈｅｎ 等［２］ 研究得出三江源区植被总体得到恢复，但对

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保护区内外植被变化，项目对植被恢复的积极影响不显著，仍然有进一步退化的风险，特别

是在东中、安塞、白扎、通天河、年保玉则等自然保护区退化严重。 这可能的原因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虽然

实施的总面积是 １５２０００ ｋｍ２，但能影响植被覆盖度的面积仅为 ５１４．０ ｋｍ２ｋｍ２，仅占整个保护区的 ０．３４％［１４］。
因此，尽管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区域植被明显改善，但对三江源整体植被的好转的影响甚微。 另一个原因可

能生态建设工程实施空间不均衡，具有短期规划特征［８， ４２］。 Ｓｈａｏ 等［１］ 研究发现，在“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
生态系统退化最初虽得到了遏制和部分改善，但仍远未达到预期理想效果状态。 因此，三江源生态保护与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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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任务具有长期性且面临巨大挑战，在未来研究中应继续开展长期的植被和生态系统保护工作，特别是在草

地退化研究的地区，以促进生态系统的根本恢复。
影响草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气候因子、人为因子和地形因子。 本研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开展草地变

化的驱动因子研究，与传统回归分析相比，ＧＷＲ 构建的局部回归方程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且具有更好的拟

合优度。 此外，与全局回归相比，ＧＷＲ 方法可以得到像元尺度上不同影响因子对草地变化的影响程度，通过

筛选主导影响因子，可以为草地生态系统管控提供更细致有效的科学指导。 研究发现，距离道路的距离和距

离居民点的距离等人为因子、干旱和温度等气候因子以及坡度等地形因子均对草地的动态变化产生重要影

响。 在生态工程实施等正向人类干扰的影响下，三江源草地退化现象也得到进一步缓解，草地生态系统得到

改善。 另外，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三江源地区近年来气温升高，降水量增加，有效地促进草地植被的生

长。 孙庆龄等［１４］研究发现，三江源生态工程的实施虽然促进了植被恢复，但对区域植被整体变化的影响有

限，气候因素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区域植被整体改善的主要决定性因素。 因此，气候被认为是三江源地区影响草

地变化的主要控制因子。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三江源地区草地变化与降水因子的关联性不明显，而对温度和

干旱因子的响应更为敏感，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４１］，说明温度是影响三江源地区草地变化的关键气候因

子。 最后，地形尤其坡度也是影响三江源草地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三江源东南部地区海拔低、坡度缓有利

于草地的生长，草地覆盖度高。

５　 结论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数据，分析了三江源区生态工程实施前 ５ 年和后 １０ 年草

地 ＮＤＶＩ 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然后通过构建人类干扰强度，探讨了在不同人类干扰强度下生态工程建设前

后草地动态变化对比分析，最后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探究了三江源草地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空间

分布。 研究结果表明：
（１）三江源区人类干扰强度和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 人类干扰整体上从西北向

东南增加，重度和极度干扰主要分布在三江源中东部地区，集中分布有高寒草甸和温性草原草地类型； 在生

态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与人类干扰分布相类似，三江源区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均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呈现逐渐

增加的趋势，同时 ＮＤＶＩ 和 ＮＰＰ 值随着人类干扰强度的增大呈增加的趋势，而 ＧＰＰ 呈现减少的趋势，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草地 ＮＤＶＩ、ＮＰＰ 和 ＧＰＰ 均高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区 ７０％以上的草地退化均整体处于改善状态。 相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生态工程

建设前 ５ 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生态工程建设后 ５ 年内草地得到有效改善，极度退化的草地仅占总面积的 １％以

下，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之后 ５ 年草地又处于退化趋势。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在各人类干扰等级下，三江源大部分草地处于中度改善状态。 相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在各干扰等级下草地 ＮＤＶＩ 在均出现退化面积比例显著减少，改善面积比例显著增加的趋势，
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各干扰等级的草地 ＮＤＶＩ 又均出现退化面积比例增加和改善面积比例减少，草地存在退化

趋势。
（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距离道路的距离、距离居民点的距离、人口密度、干旱、温度和坡度等因素是影响三江

源草地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各影响因素对草地变化的响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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